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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到目前为止，仍有许多自称为某一民族而要求国家加以识别但仍未识别的人群，即所谓的“未识别民族”。在西方

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兴起以及它们对中国进行武力逼迫之后，中国随之以西方民族国家（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作为学习的

对象。因此，基于分析的需要，本文将中华民族理解为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ｓｔａｔｅ中的 ｎａｔｉｏｎ，而将五十六个民族和其他未识别民族视

为族群。

②任剑涛教授认为，近现代中国的国家转型包含了三次转型和四个面相，即古典帝国→民族国家→政党国家→宪制

国家。详阅任剑涛的《从帝制中国、政党国家到宪制中国：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三次转型》，《学海》２０１２年第２期。

边疆地区权力结构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政治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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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帝制中国的权力结构来看，历代王朝都旨在加强中央集权以防止其地方权力游离于中央政府的监

控之外，不管是核心地区还是边疆地区的地方精英，也不管是内地的子民还是边疆的少数民族。帝制中国

需要通过建章立制来吸纳地方精英，也需要通过教化来驯服大众。从权力结构和儒学南传两个角度考察边

疆地区的权力结构，“驯服—建制化”可以成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一种政治学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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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制中国为何破而不碎

中国既是一个拥有五千多年历史的文明古国，

也是一个由五十六个民族①组成的多民族国家。自

近现代以来，中国经历了各种内忧外患，它的国家形

态也经历了一次从古典国家向现代国家的政治转

型。②令人惊讶的是，多族群的帝制近代中国在转型

的过程中竟然破而不碎，这与其他帝国的命运迥然

不同。在中国，中央集权的现实与概念一直延续了

下来，国家统一的话语支配着近现代的民族救亡语

言。然而，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进入现代

社会，却被视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对此，杜赞奇



认为我们忽略了这个事实的意义。［１］１２１也正因为如

此，美国学者白鲁恂（ＬｕｃｉａｎＷ．Ｐｙｅ）认为，在理解
问题的起点的时候，要认识到中国不只是民族国家

体系中的一员，还是一种伪装成民族国家的文明。

近现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描述为中国人与外国人一起

将一种文明拽入了一个随意的、有约束性的现代国

家体系中，而它的制度发明源自于西方自身文明的

破碎。从另一个视角来看，中国的奇迹在于它惊人

的统一性。以西方的标准来看，今日之中国如同欧

洲的罗马帝国和查理曼帝国持续到当下并尝试像一

个单一的民族国家一样运行。［２］由此，我们可以归

纳出一个问题，为什么帝制中国在国家转型的过程

中，尽管危机重重，在多族群共尊的帝制崩溃之后，

尝试民主共和的中华民国此时并无太多的政治向心

力，然而多族群的国家却没有因此而碎片化？尤其

是边疆民族地区的精英为何没有产生政治离心力而

仍旧留在了中国的疆界之内？或者形成了政治离心

力的族群精英在谋求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时候，他

们的政治离心力为何被消弭以至于他们的政治行动

最终没有获得成功？换言之，中华民族在成为一个

国族的时候，何以遮蔽了其他族群成为国族的可能

性？在中华民族的建构中，非政治民族通过何种政

治安排成为一个政治民族？回答这些问题的关键，

则在于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行一种政治解释。此

外，基于中国中心观的一种要求，开展这个问题的研

究应该“把这段中国历史的起点放在中国而不是放

在西方”［３］。由于中国现代国家的特性由其内部的

历史演变所决定的，因此，只有通过一种演化性的内

部视角，妥帖联系边疆地区如何进入王朝政治版图、

文化版图的历史，才能明白中国现代国家的形成在

何种意义上是一种“中国的过程”［１］１。

二、现有的解释及其不足

在古典时期，中国一直秉承着一种政治理念，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４］从

组成国家要素的角度来看，“立国自有疆，有民斯有

土”［５］，因此，在这种政治理念建构的天下体系中，

实际上包含了王权、王土、王臣等政治单元，在某种

程度上也对应着现代国家的主权、政权组织、领土与

人口等组成等要素。但是，传统国家的权力却如同

灯光一样，越远越弱。［６］那么，在历史上，帝制中国

如何统合边疆地区不同的政治要素和不同的政治单

元而保持着一种统一的政治格局呢？尤其是在近

代，在危机重重的背景下，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华夏何

以成为了中华民族？综观现有的研究，在笔者目前

所接触的文献看来，我想至少可以归纳为三种解释，

尽管可能不怎么到位或者准确。

（一）控制—边疆内地化解释

帝制时期，中国历代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政

治控制往往受制于距离阻力、生态阻力，往往难以将

边疆地区作为一个正式的政区加以直接管理。从国

家的角度来审视，边疆地区的政治制度大体上经历

了羁縻制度、土司制度和流官制度。当然，不同地区

的制度变迁过程也许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性，但无一

例外都殊途同归，边疆地区都通过编户齐民相关的

制度整合成为了王朝的“新疆”，完成了内地化的进

程。这种过程，也构成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内容

之一。［７］９－１０关于边疆内地化过程的研究，相关学者

分别选择了不同地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相关探

讨。［８－１１］但对于历史上内地化过程的总结，则如历

史学家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写道：“西南开发尤

显见者，则为湖广、四川、贵州、广西诸行省土司之设

置。西南诸疆，虽早隶国土，然川、滇、湘、岭峤之间，

盘踞数千里，苗、蛮、、爨之属，种类殊别，自相君

长。秦汉以来，虽设郡县，仍令自保。历代相沿，至

于明世，踵元故事，为设土官土吏，而视元益恢廓。

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听我驱调。渐次规置，为

宣慰司者十一，为招讨司者一，为宣抚司者十，为安

抚司者十九，为长官司者百七十有三。此为明代开

发西南一大事。盖亦随诸地经济民户之自然展扩而

俱起。下及清代，渐次‘改土归流’，而近世中国开

发西南之大业，遂告完成。”［１２］总的来说，可以将这

种解释归纳为中央王朝视角下的“控制—边疆内地

化”解释，其关注点在于中央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社

会控制和边地开发。

但是，在华南学派看来，这种解释过于重视国家

的主体作用，侧重从王朝国家的层面去考察。因此，

在该学派的相关作品中，他们往往强调边政与乡政

并举的研究方式，注重国家政治与地方政治的互动，

在呈现地方整体性的基础上凸显地方社会生活的脉

络。也就是说，边疆地区不全然是因为国家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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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内地化，也有地方的主动性。［７］１０－１４因而，在他们

的作品中，或是探讨了基层土司政权与地方社会的

关系，如陈贤波的《土司政治与族群历史：明代以后

贵州都柳江上游地区研究》；或是考察了小社区之

间共通的社会架构及其与国家大环境的关系，如贺

喜的《亦神亦祖：粤西南信仰构建的社会史》；或是

周边民族如何从华夏的“异域”变成王朝的“新疆”

乃至“旧疆”，如温春来的《从“异域”到“旧疆”：宋

至清贵州西北部地区的制度、开发与认同》。总的

来说，他们在回答广袤而丰富的中国为何能长久地

维持着统一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们的关注点落在了

地方社会层面上，注重考察地方社会与整体社会的

关系。［７］９，［１３］１如同刘志伟所强调的，应该“从当时流

动的社会现实中去认识制度”，“通过人的行为”解

释“制度的历史情境和实践形态”，“追求形而下之

理”，“如果不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下，从实际的

运作状况去把握，是无法真正理解的”［１４］。

（二）竞争—边缘华夏化解释

在帝制时期，中国的边疆是相对于中心的政治

基地和基本经济区而言的。作为一种政治权力，它

来自于对社会关系许多方面的集权化、制度化和领

土化管理的有效性。政治权力位于该中心，并向外

起作用。［１５］３４从中心到边疆，帝制中国的政治权力显

然逐渐递减的。因为中央王朝的控制力的不足，尤

其是随着王朝窳败带来的控制力下降，往往使得边

疆地区的族群拒绝成为华夏。最为典型的例子，莫

过于越南和朝鲜内地化的失败。尽管华夏曾经努力

将越南、朝鲜等地内地化，也希望将当地的土地、人

民纳入华夏的资源共享体系。然而，当地的部分贵

族或政治群体更愿意维持自身自成体系的资源竞争

与分配体系，更愿意维持本地原有的族群与国家体

系以及本族群作为一个统治群体的优越地位。随着

华夏的政治控制力难以支配它们，他们更长的时间

是处于华夏认同圈之外。［１６］３１０而在于中央王朝政治

控制力所及的地区，在族群之间的互动中，人群间的

资源竞争与分配关系及其变迁是华夏边缘形成、扩

大与变迁的主要背景，资源竞争、经济生态变迁与社

会政治变迁造成了华夏边缘的出现。历史上边疆地

区的少数族群往往通过建构历史记忆的手段来攀附

华夏，进入华夏，或者华夏变为非华夏，实际上都是

利益驱动的结果，呈现出族群认同的工具性与现实

性特征。而近代以来，华夏与华夏边缘合而为一于

国族的建构之中，也是囿于国族主义之下国际资源

竞争的结果。凝聚华夏实际上是形成一个国族下之

整体资源共享体系。［１６］３１０－３１９简而言之，这种解释通

过放宽历史的视界，将华夏，或者中华民族的建构放

到历史上华夏边缘地区的族群不断变化族群的本质

上来说明，华夏是一种中心与边缘族群共享的历史

记忆。因此，这种解释可以将之称为利益驱动视角

的“竞争—边缘华夏化”解释。

（三）妥协—边疆宪制化解释

如果说“竞争—边缘华夏化”解释立足于中国

的空间向度，那么，“妥协—边疆宪制化”解释则关

注了中国的时间向度，它的关注点落在了辛亥革命

时期的立宪时刻。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内外交困的

清王朝迫于压力，发布了只有３１９个字的《清帝逊
位诏书》。这份诏书有三处涉及现代国家的转型，

即“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特率皇帝

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位共和立宪国体。……总期

人民安堵，海宇硋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

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１７］８４因此，一些学者从政治

宪法学的角度对这份在特定的立宪时刻颁发的诏书

的宪法学意义进行了诠释。在《清帝逊位诏书》众

多的意义之中，有一层含义是《清帝逊位诏书》从法

理上确认了中华民国对于清帝国的主权继承，为遏

制边疆分离主义提供了法律依据，乃至建构了中华

民族并证成了中华民族的合法性。［１７－２０］以高全喜教

授的论证为例，高教授认为，革命党人所确立的中华

民国法统对于满族、蒙古族、回族、藏族各族并没有约

束力，因为他们所效忠的对象是清王室，他们所控制

的领土遵循的是帝制法统，而非《临时约法》所确立

的法统，尽管中国民国的构建也试图把清帝国的所有

领土和各族人民都纳入中华民国的范畴。此外，哪怕

是在清王朝有效统治时期，两种平行的法统也使得满

族、蒙古族、回族、藏族所遵循的法统与走上共和的革

命省份不一样。在特定的立宪时刻，《清帝逊位诏

书》将其保有的帝国疆域和各族群对于王室的忠诚转

让给了中华民国，证成了主张“五族共和”的“中华民

国”之“中华人民”的合法性，从宪法之法理上解决了

南北 两 个 政 府 关 于 “人 民 在 哪 里”的 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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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１７］８２，８４，１３４－１４３。如果从中华民族建构的角度来看，

上述关于《清帝逊位诏书》的阐释仍是得到认可的，

尽管这份诏书“不可能像一部宪法文本那样具体规定

那些建国、制宪的具体步骤和制度安排”［１７］１４３。

（四）现有解释的不足

对于上述三种解释而言，它们的理论贡献无须

赘言。但是，它们的解释力仍显不足。就“控制—

内地化”解释而言，其过多强调了中央王朝的渗透，

尽管华南学派突出了地方的主动性，但是，过多关注

国家的制度变迁或者地方的文化变迁、族群认同。

作为一项历史研究或者历史人类学研究，也许这是

他们的专长。但是这种解释更多的是回答了不同的

历史阶段地方精英如何形成国家认同，并不能有效

地回答危机时期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中华民族为

何以及如何得以形成。同时，放眼整个中国，也许内

地化的也只有西南边疆地区。也就是说，这种解释

并不能概括中国其他边疆地区。就“竞争—边缘华

夏化”解释而言，在“精英—民众”的两分中，它过多

关注普通民众的族群意识，对于精英的作用，并没有

过多的考察。就“妥协—宪制化”解释而言，这种解

释过多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的文本，而忽略了文

本背后精英的能动性，并非一种动态解释。因此，在

面向政治过程而非宪法文本的宪法史研究中，需要

从受到“广土众民、文化多元、历史复杂等条件的制

约与形塑”的政治秩序去理解政制／宪法，进而才能
理解近代中国潜伏的结构性制约如何全面报复了各

种脱离实际的国家建设方案。［１８］１８，１９，２０３

在《统一与分裂》中，葛剑雄教授认为，统一是

指国家之间或政权之间、一个国家或一个政权内部

在政治上的一致、集中及结合为一个整体，而不是文

化、民族、语言、风俗、经济、思想、宗教、血统甚至地

理环境等的一致性或整体性。统一的主要标准应该

是政治上的服从和一致，而不能仅仅根据制度上的

相似和文化上的类同，更不能根据兵威所及或短期

的军事占领。在影响统一国家形成的因素中，包括

地理环境、生产方式、人口分布、文化和制度方面的

原因。总的来说，历史上的统一与分裂，基本上是客

观条件的必然结果。［２１］３５，４２－４３；［２２］８４，９１，９３，１０３尽管受制

于这些结构性条件，但是，由于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

力的不足，精英如果控制了自给自足、自成体系的中

心城市，就有可能建立起一个独立王国。在远离政

治中心或中央政权无暇旁顾时，甚至一个很小的地

理单位都可以割据自立。［２２］１５２－１５４然而，在中国帝制

崩溃的时候，地方精英何以仅仅只是独立于中央政

府，而没有独立建国呢？难道仅仅是是他们受制于

前述的结构性条件，进而使得中国保持完整，中国民

族保持了统一？又或者如同马戎所指出的那样，边

疆少数民族精英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决定了他们继续

认同中华民族或者独立建国。也许，从葛剑雄教授

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得出限制地方精英分裂的客观

结构，从马戎教授的观点中看到地方精英发挥能动

性的主观条件。但是，不可否认，少数民族精英是理

解中国国家转型的钥匙［２３］，然而，笔者认为，仅仅分

析这些历史人物的“国家观”和“民族观”形成与演

变仍是不够的，必须考虑到行动者的能动性以及塑

造精英的结构性因素，同时，还需从一种演化的视角

来看待地方族群精英与国家互动的历史过程，从而

形成一种“驯服—建制化”解释。以下，本文将通过

粤西地区作为案例来加以阐述。

三、精英驯服与政治权力多元一体

在以儒学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传统中国时代，艾

尔曼（ＢｅｎｊａｍｉｎＥｌｍａｎ）所谓的“通晓经典的文人”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ｌｙｌｉｔｅｒａｔｅ），即文化精英，他们通过学习儒
家经典，登科、及第，学而优则仕，成为了国家的官僚

精英。［１］１４在内地的正式政区中，这部分官员构成了

国家的治理主体。但是，在边疆地区，国家尽管也采

取了郡县制，但是，这些郡县制也许可能是采取羁縻

制度或者土司制度。从官员任命上来看，边疆地区

也呈现出不同的特征。

（一）国家精英下沉

在古代，人们普遍认为中国以外的地方，均是蛮

夷之地。《左传·文公十八年》中说道：“流四凶族

……投诸四裔，以御魑魅。”作为一部古代文化精英

熟悉的经典，类似的表述反复出现在了他们的文学

作品之中。如宋之问在被流放钦州时路过滕州，就

留下了“魑魅天边国，穷愁海上城”的诗句；被贬乾

州的张说也将钦州看作“万里投荒裔”以及“南溟宅

放臣”［２４］６５。总的来说，被视为烟瘴之地的岭南地

区，尤其是粤西地区，不仅由于自然之烟瘴，更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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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学上的和文化心理上的烟瘴［２５］，而使得古代的

士大夫基本上不愿意前往粤西出仕。但是，从国家

治理和社会流动的角度来看，如果精英不下沉，就无

法很好地贯彻国家的政令。如果没有精英下沉而仅

有精英上升，非中心地区，尤其是边疆地区的精英将

被国家的中心地区所抽空。因此，在古代中国，尽管

“广之风土人所畏，道远俸薄人所惮”（刘宰《送洪季

扬教授横州叙》）［２６］４８１，但是，国家为了实现大一统

的政治使命，仍旧派遣地方官员到边疆地区任职，尽

管这些官员不愿意，尽管他们感慨“古人一麾耻外

郡，今我半刺来边州”（杨幼舆《游老君洞》），尽管他

们发出“北戍逢君岁建寅，岂知今作落南人”（刘克

庄《武冈叶使君寄诗至桂林次韵二首》其二）的“落

南之叹”［２４］６６－６７，然而，君命难违。因此，派遣地方

官员构成了边疆地区精英下沉的第一种方式。

精英下沉的第二种方式是将谪臣放逐边疆地

区。在古代，岭南烟瘴之地不仅被视为“此岂功名

场”［２４］６６－６７（范成大《送唐彦博宰安丰，兼寄呈淮西

帅赵渭师郎中》），它更多还成了逐臣的流放之地。

自唐代开始，流放粤西的著名文化精英有流放柳州

的柳宗元和流放宜州的黄庭坚等。这些逐臣，实际

上往往是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精英。在到任之后，

他们往往恪尽职守，推动地方文教事业的发展。如

在柳宗元到柳州任刺史之前，人说“柳州古为南夷，

椎髻卉裳，攻劫斗暴，虽唐虞之仁不能柔，秦汉之勇

不能威”［２７］３８７４，而柳宗元到任柳州刺史之后，发现

“州之庙屋坏，几毁神位”，所以“大惧不任，以坠教

基”，重修了创自唐初的府学［２７］３８７４。而黄庭坚在宋

徽宗崇宁三年被谗羁管于宜州，尽管条件简陋 “初

就居民屋，后迁郡城之南楼，湫隘转甚，人不能堪”，

但“先生坦然自适，日与州人士讲学咏讽其

间”［２８］４１２３。总的来说，如同王守仁在《辞巡抚兼任

举能自代疏》所提到的那样，由于“两广地方，比于

他处，尤繁且难：蛮夷瑶、僮之巢穴，处处而是，攻劫

抢掳之警报，日日而有”［２９］５１８，因此，出仕粤西地区

的地方官员，尤其是巡抚之任，只有“谙土俗民情”

的“才力精强者”才“足以堪斯任”［２９］５１８。

（二）节制地方精英

一般而言，在两个政治实体的核心地区之间，由

于国家权力的减弱，往往形成中间地带。加上瘴疠

（疟疾）在中间地带行政管理体制中所具有的决定

性因素［３０］，中央政府的政治控制力往往“难于控驭

调度”［２９］５４５；或是直接统治的成本收益不成比例，

“屯兵十万，日费千金”，“朝廷曾不能得其分寸之

益，而反为之忧劳征发。浚良民之膏血而涂诸无用

之地”［２９］５１７，５２４；或是根本不宜直接统治，戍守的士

兵或是思归，或是水土不服，士气低落，在遭受攻击

的时候“救之不能，弃之不可，其为惨毒可忧，尤有

甚于饥寒之民”［２９］５２４。鉴于这些地区是中国的藩

篱，加之地方精英“不内不外，衅隙易萌”的政治行

为迫使国家采取了“与牧民殊，与御敌国又殊”的

“控驭之道”［３１］，实施有别于内地政区的羁縻制度

（唐宋时期）或土司制度（元明清乃至民国时期）。

这就是所谓的“地皆炎瘴，人皆顽梗，不可以中国之

治治之”［３２］，但又在因俗而治的基础上“常以威位

结服其心”［３３］，更乱为治，化暴为良。因此，对于边

疆地区，国家在政区设置上“大者为州，小者为县，

又小者为峒”，在制度上“推其雄者为首领”，让“其

酋皆世袭，分隶诸寨，总隶于提举”，以求实现“藉民

委壮丁，以藩篱内郡县”［３４］６３９。然而，在实际的政治

运作过程中，如宋代，粤西地区“系籍峒丁四万余

人。……官名提举，实不得管一丁。而生杀予夺，尽

出其酋”，而这些峒丁“为之力作”，“为之效死战

争”［３５］１３６。当然，如果中央的权力大大强于地方的

权力，或者说在局部地区代表中央的权力大于地方

精英的权力，仍旧能够驯服地方首领的，如钦州七峒

峒丁就接受了戍边的任务，“盖七峒权力弱于邕管，

故听命也”［３５］１３３－１３４。由此观之，在边疆地区，“地大

者跋扈之资，势弱者保世之策”，地方精英与某人或

者某个族群“好叛逆”或者“性忠顺”［３６］无关。既然

“必须仍存土官”，“藉其兵力”“以为中土屏蔽”，或

者为了防止“边鄙之患”而不能“自撤藩篱”［２９］５１７，

但与此同时，仍旧必须防止地方精英尾大不掉，仅

此，必须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尽量驯服地方精英以

求实现“有疆场之事而用之”［３５］１３５。

其一，调整地方政区制度。就粤西地区而言，在

宋代国家平定侬智高反宋以后，就重新划定了粤西

的政区，“分广西邕、宜、融为三路，用武臣充知州，

兼本路安抚都监，而置经略使于桂州，选两制以上官

为知州，兼领使事”［３５］４２，且“沿边守臣，并带溪峒都

巡检使，尽隶于经略安抚使”［３５］４３，尽量使地方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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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收并建制化。明代以后，国家则是对于那些叛乱

的土司尽量肢解他们的势力范围，如田州就被分设

为九土巡检司；思恩也被分设为九土巡检司，尽管仍

旧任用地方精英充任。［２９］５４２其次，调整地方人事制

度。在边疆地区的精英录用中，规定土司应袭子弟

“不入学者，不准承袭”［３７］１１５。同时，在土司衙署的

运作中，尽管“其府州正官皆以土人为之”，但是“佐

贰幕职参用流官”［３４］６７２－６７３。其三，拥有土司纠纷，

尤其是任免纠纷的决断权。在宋代，这种争执最高

可以诉诸广西经略帅司，而到了元代，则可以诉诸中

央政府。如泰定帝泰定三年（１３２６年）四月，镇安路
总管岑修广被其弟岑修仁攻击，“来告，命湖广行省

辨识之”［３７］１０２；如在思田叛乱之后，王守仁查明岑邦

相，让他仍旧“邦佐于武靖，一以御地方之患，一以

顺各夷之情”［２９］５７７－５７８。上述几种政治措施的有效

实施，实际上都是以军事实力为前提的，因为，在拉

铁摩尔看来，就相当长的人类历史而言，广泛的整合

所依靠的是军队而不是经济因素。［１５］１２

四、文化侵润与文化权力多元一体

中央王朝深知马上得天下不可马上治天下，所

以，在“惟武功以定天下”之后，总是通过“文教以化

远人”以求“威德并施，遐迩咸服”［３４］４５６。在传统的

牧民政治中，一般奉行着养、教、治的策略。但是，如

同明代黎澄在《隆安县学碑记》所说：“治与教非二

事也，必先有以教之，而后有以治之。”［２６］１４０因此，历

代中央政府异常重视地方的文教事业。在列代王朝

中，国家、地方政府将学校视为“善风俗、美教化之

本源”［２７］３８３９；士大夫也视教化边民为己任，“日将先

圣诗书教，暂作文翁守郁林”［３８］。从教学内容以及

教学目的来看，明代陈琏在《桂林府学射圃记》做了

相应的阐述：“礼以节其心，乐以和其声，律以明其

法，书以适其用，数以尽其变，必本于学。而射之为

教，明率，致巧力，谨进退之节，习揖让之容，以观其

成材。”［３９］９７这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侵润。当然，这种

侵润，既针对精英，也针对一般的普通百姓。或者

说，这不仅驯服了精英，也驯服了普通百姓。

（一）儒化精英生产建制化

儒学何时南传，也许难以考证。但在唐代，广西

参加科举考试且中进士者只有 １２人，而在整个唐
代，全国共开进士科２６３科（一作２７０科），共取进
士近７０００人，且少数民族聚居的桂西地区更是没
有参加科举考试的记录。而到了宋代，广西科举中

式进士人数上升到了２７９人（含特奏名）［４０］。尤其
是到了清代，中国科举考试在会试中改“南北卷制”

为“分省取中制”，通过政策压缩科举大省过高的进

士录取人数，提高边远省份的录取人数。有研究表

明，这个制度提高了边远地区的进士比例，如广西的

进士比例有了极大的提高（见表１）。但是，从长时
段以及清代不同时间段来看，这个政策并不必然提

高边远地区的进士比例。边疆地区进士的人数也许

多少还受制于其他因素。但是，通过对比明清两个

朝代的进士总数（见表２、表３），可以看出广西地区
进士总人数在上升。由此带来的政治影响是，促成

边远省份更多的士子通过科举完成社会流动，扩大

边疆地区文化精英阶层的人数，改变了边疆地区的

精英结构。这才是本文所重点关注的。

表１　江苏、陕西、广西三省清代进士比例变化表［４１］ ％

区域 分省取中前 分省取中后 顺治朝 光绪朝 平均

江苏 １５．８０ ９．３８ １４．３２ ７．７８ １０．９２

陕西 ４．６６ ３．６２ ５．１５ ４．３３ ３．８７

广西 ０．３３ ２．６８ ０．０７ ４．０３ ２．１２

表２　明代广西（第１６名）与全国进士人数对比［４２］２１９－２２０ 人

区域 １３７１－１４３９年 １４４０－１４７２年 １４７３－１５０５年 １５０６－１５３８年 １５３９－１５７１年 １５７２－１６０４年 １６０５－１６４４年 总数

广西 １０ １６ ３０ ３５ ３６ １９ ２７ １７３

全国 １６１６ ２５２２ ３３６７ ３７５４ ３７１８ ３４４４ ４５５９ ２２９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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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清代广西（第１８名）与全国进士人数对比［４２］２２０ 人

区域 顺治 康熙 雍正 乾隆 嘉庆 道光 咸丰 同治 光绪 总计

广西 ２ ２８ １７ １０２ ６７ ９１ ２７ ７２ １６４ ５７０

全国 ２９６４ ４０８８ １４９９ ５３８５ ２８２１ ３２６９ １０４６ １５８８ ４０８７ ２６７４７

　　然而，以清代为例，具体到地区内部的文化精英
分布来看（见表４），人数的分布存在极大的不平衡。
换言之，在整个广西的地方精英中，在桂林—柳州—

南宁—钦州这条线以东的地区，即所谓的桂东地区

集中了大部分的文化精英。因此，这部分精英可以

通过科举考试来完成精英循环；而在这条线以西的

地区，即所谓的桂西地区，也就是传统中国土司制度

主要集中的地区，尽管文化精英匮乏，但是，当地土

司却通过“世其官”保持其地方精英的身份。虽说

这样的制度安排使得桂西地区的文教事业不够昌

盛，但是在政治秩序的维持以及在应对局部地区外

来的政治危机时，地方精英仍能够基于儒学中“报”

的观念而发挥出其政治效能，化解了政治危机，维持

了局部地区的政治安全。

表４　清代广西各府州进士人数统计表［４３］ 人

府 县、州、厅 进士人数 府 县、州、厅 进士人数

桂林府

浔州府

南宁府

柳州府

太平府

临桂县 １８４

灵川县 ３０

永福县 ８

兴安县 ８

全　州 ４３

阳朔县 ３

灌阳县 １３

义宁县 ３

永宁州 ６

小　计 ２９８

桂平县 １８

平南县 １３

贵　县 ８

武宣县 ３

小　计 ４２

宣化县 ２１

永淳县 ３

隆安县 ３

横　州 ７

新宁州 ４

小　计 ３８

马平县 １２

上秀（金秀） ８

融　县 ５

象　州 ２

小　计 ２７

崇善县 １

永廉州 ４

左　州 １

龙州厅 １

小　计 ７

庆远府

镇安府

郁林直隶州

梧州府

廉州府

平乐府

思恩府

泗城府

宜山县 ３

天河县 １

河池州 １

小　计 ５

奉议州 ４

郁林州 ２２

北流县 １７

博白县 １４

陆川县 ７

兴业县 ２

小　计 ６２

苍梧县 ２５

容　县 １４

岑溪县 ６

藤　县 ５

小　计 ５０

灵山县 ２

钦州县 １

合浦县 １

小　计 ４

平乐县 ２１

贺　县 ７

昭平县 ３

恭城县 ３

荔浦县 ３

富川县 １

小　计 ３８

武缘县 ３

上林县 ３

迁江县 １

小　计 ７

西隆州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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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儒学在地化与社会化

“用夏变夷，宜有学校。”［２９］５４５从明朝初年到万

历三十六年，明王朝在广西土司地区共设立府、州、

县学１０所，占当时广西全境府州县学总数６６所的
１５％．到光绪十三年（１８８７年），广西原土司地区共
设立府、厅、州、县学２４所，占当时广西官学总数８０
所的３０％。这些学校共设文学额 ２０７名，武学额
２０１名，廪生额２３５名，增生额２３５名，分别占当时
广西全省各该类学额的１／４作用。［３９］２７６－２７８但是，由
于应试人数不足，这些名额往往被削减。如乾隆五

十七年（１７９２年），广西学政费振勋奏称：“泗城府学
十二名，系在所属凌云，西林两邑取进，该处童试止

四五十人，西隆州学额取六名，童试不满二十人，不

敷取进；郁林直隶州属之陆川县，童试六百余人，额

取八人，每有可以取进之卷为成额所限，请以泗城府

学、西隆州学各减去二名，加于陆川。”［３９］２７８－２７９此

外，就学校的运作来看，这些学校一是书籍匮乏，

“无经籍书史，选家时文亦不多购”；二是师资不足，

且教学方法落后，“唯以村塾师所授口义，递为秘

传”［３９］２７８。从正统教育层面上看，这些因素都限制

了儒学教育效果的发挥。但是，儒学所强调的修齐

治平理念，却不仅仅是通过正统或者正规的学校教

育来得到实现，尽管“王者之政，惟学校最古。学校

兴废，治乱因之。”［２７］３８７５

如果我们不从科举应试以及精英生产的渠

道，而是从化民成俗的角度来看，就会发现并不是

所有人都会参加科举考试，也不是所有人都有可

能通过学校教育进而应试及第并成为文化精英、

乃至官僚精英。因此，我们有必要转换视角去考

虑儒学南传的所形成的政治影响。葛兆光先生认

为，在精英和经典的思想与普通的社会和生活之

间，还有一个“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世界”，这

些被普遍认可的“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往往通

过娱乐性演出、一般性教育和大众阅读等方式进

行传播。［４４］在壮族地区，歌谣自古以来就具有社交

和娱乐的作用而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集中反

映。［４５］产生于明末清初的民间伦理长诗《传扬

诗》，其中的内容与儒家伦理有着诸多的耦合。对

于同样属于农耕文明的粤西地区，在传统“耕读”

文化的熏陶下，人民认为“耕种和读书，两条路最

美”，认为聪明人应该“用心读书文”，“男儿入学

堂，家中出贵才”。① 对于儒学南传，明代的邝露在

《赤雅》中记载：“予游诸夷中，有詀文而宗淮南者，

有称诗而薄少陵者，有黜元白而诮长吉者，有谈古

今而凿凿者。于戏！礼失而求诸聎也”。［４６］这当

中也许有着夸张的成分，但是，这却足以说明儒学

南传已经在地化，或者说，尽管“化民成俗，必由乎

学”［２６］８２，但是，学校并非是边疆地区社会儒化的

唯一途径。

结语：帝国政治体系崩溃而国家

不解体的尝试性解释

　　民族不是一个统一的共同体，也不是一个毫

无争议的共同体。［４７］中国古代的华夷之辩，以及当

下民族问题所遭遇到的困境都足以说明迈克尔·

曼的观点。然而，尽管中华民族并非一个同质性

的民族，其内部还有高度异质边缘族群，王明珂先

生甚至认为，“华夏仍需要少数民族此一边缘来维

系其一体系”［１６］３１１，但这都没有解释为何中华民族

为何持续，为何多元一体。在中国古代，应试及

第、占有土地、戎马生涯、纳粟入官都是获取精英

地位的渠道，尤其是占有土地是在地方建立身份

地位最重要的因素。［４８］４－５而家族组织与维持精英

地位也存在着莫大的关系。研究表明，“婚姻不仅

是地方社会内部的整合力；同时也是连接当地社

会和政治网以及其他地区社会和政治网的重要手

段。”［４８］２０９如宋代相门之间习惯于互相通婚，且通

过世世代代不断更新关系来延续姻亲关系。更为

重要的是，北宋相门大多数婚姻关系本质上是地

方化。［４８］１０１，１０４，１１５

然而，在地方精英层面上，透过前面对粤西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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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精英的历史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粤西边疆地区

的精英包含着两个部分，一部分是经由国家制度

化渠道生产出来的文化精英或者官僚精英，另外

一部分则是通过世袭的途径获得地方精英身份的

土司。当然，第一代或者其中某一代都因为有功

于朝廷得到加官晋爵，精英的地位得到了进一步

提升。但是，就精英地位的获取而言，都是通过世

袭的渠道获得的。就土司而言，他们作为地方精

英的权力基础来自于土地、军队，以及世袭，但是，

他们的基础是在逐渐萎缩的。这就是为何在唐

代，西原州黄峒能与唐王朝对抗上百年，宋代广源

州侬氏也能主动攻击北宋，而明代的土司尽管仍

有能力，但却只能在局部地区形成土司之间的争

斗，在朝廷大军压境的时候旋即土崩瓦解。也就

是说，随着历史的发展，粤西地区土司地方精英的

权力结构由一种复合性权力逐渐演变为一种单一

性权力。而且，土司地方精英的单一性权力与国

家下沉地方的文化精英或官僚精英由于国家的制

度设计，外来精英与本土精英无法形成有效的政

治联盟。当这两种都从属于单一性权力的地方精

英各自在各自的政治空间运行的时候，作为国家

政策运行的副产品，也许会衍生出族群认同、地域

认同，但是在它们之上，还存在着更高位阶的皇

权、天命以及天下的观念。这是否就是帝制中国

崩溃时候破而不碎的原因所在呢？也许，这还有

待寻求更多的案例，并通过社会科学的方法进行

验证。

致谢：本文曾在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２２、２３日“第三
届民族理论与政治论坛：民族政治与民族事务治

理现代化学术研讨会”（上海）上宣读，并得到与会

专家的点评，特此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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